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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大基础设施
投资的文化风险评价研究

向鹏成,蔡奇钢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从“走出去”战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外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刺激经济增长、推动发展

转型、构建区域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在其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重

大基础设施投资成绩斐然,但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当下沿线国家文化冲突频发、项目投资受阻的现实情

况,加之投资企业国际化运营经验不足、文化风险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投资活动面临巨大

威胁。 为克服上述难题,完善当前尚未形成体系的文化风险管理研究,有必要从识别文化风险的表现形

式、剖析其分布特征等方面入手确保投资活动的顺利开展。 文章首先通过对典型案例和重要文献的梳

理从语言、民族宗教、人文环境、外交关系四个维度识别得到了 21 项文化风险因素。 再基于国家风险评

价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指标体系,之后运用熵权法确定它们的综合权

重。 最后以“一带一路”沿线的 32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 TOPSIS 评价模型对各个国家的风险等级进行

评估,并在利用 SPSS 软件对评估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后,制定了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策略。 文章的主要

结论如下:总结文化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从维度上看,语言风险和外交关系风险对重大基础设施投资

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文环境风险与民族宗教风险;从风险要素来看,双方的项目合作基础、语言产品以

及东道国的华人比重对投资活动的开展存在显著影响。 衡量沿线国家的文化风险水平。 从数值上看,
它呈现出明显的右偏性,除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贴近度明显大于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

体文化风险贴进度围绕着均值 0. 2 左右波动。 分析适宜投资国家的集聚特征。 从空间分布看,这类国

家有集中分布的趋势。 集聚水平从东南亚到西亚、欧洲逐渐减小,其中新加坡的投资条件显著优于其他

各国;文章进一步根据风险等级的划分结果绘制了沿线国家的风险地图,发现约旦、孟加拉国这类特例

国家不符合上述特征,故结合聚类分析的贴近度计算结果发现文化风险分布规律可能也受历史沿革和

经济水平的潜在影响。 文章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文化风险,一方面改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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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方法、有助于构建完整的文化风险管理流程;另一方面提出了文化风险防范的具

体对策,有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为投资企业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文化风险;风险评价;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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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它不仅仅是一项区域性政

策,更是我国实现中国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的战略基石。 根据《“一带一路”建设

发展报告(2020)》,2015 至 2019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总额超过

一万亿美元,其中超 70%是铁路、机场、水利、港口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其数据如图 1 所示。
我国投资建设的“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为东道国人民提供了基础性公共服务,具有建设规模巨

大、参与主体众多、面临风险复杂等特征,常见项目类型除上述几种外还有区域性电厂、高压输电网

和天然气主干管等。 它们作为对外投资的优先发展领域,无论是市场前景还是技术革新都被政府

看好,但由于东道国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和投资企业国际化运营经验不足等问题,近年来由文化冲突

导致的投资项目崩崖式亏损现象时有发生。 如孟加拉国的栋派铁路项目受教派冲突影响,工作人

员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习俗差异则助长了伊拉克米桑省油田项目工人的消极情绪,额外增加了采购

成本。 因此,全面识别潜在的风险因素、科学评估文化风险变得迫在眉睫。

图 1　 2015—2019 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情况与新签合同统计

纵观以往重大基础设施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学者更多关注金融、政治等方面的风险,如 Thobani 分
析了重大基础设施私有化浪潮中金融激励政策的潜在缺陷,以及它可能招致的政府巨额债务[1] 。
Schaberreiter 等从经济、政治、功能视角还原了城市水利系统遭遇水污染攻击的场景[2] 。 Grimsey 和

Lewis[3] 、华桂宏和黄艺[4]指出 PPP 基础设施项目受到金融危机、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风险的影响比较

大。 他们大都忽略了语言、道德、习俗这些对于企业而言更为陌生的要素[5] 。 Lawless 等认为每个社会

都存在各自的典型风险组合,因此风险感知常常受到扎根在社会组织中的“文化偏见”的严重影响,对
风险进行管理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文化背景[6] 。 Weber 和 Hsee 观察了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和波兰的

试验对象,以规避财政风险愿意支付的最大成本为标准对比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风险偏好的差异

性,发现中国志愿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明显大于其他国家[7] 。 Bontempo 等将试验对象替换为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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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荷兰和美国,运用联合预期风险(CER)模型评估了金融风险感知的跨文化差异,得到了类似

的结论,且发现风险感知因国籍而异,但不因职业而异[8] 。 王小艳和陈晓春从低碳视角出发,对跨国企

业实现低碳经营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文化风险进行了定性分析,建立了包含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

化和物质文化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最后基于最大隶属度原则利用模糊数学理论完成了评价模型的构

建[9] 。 另外,国际上一些主流评级机构建立的各种评价模型,如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BERI)的
“经营环境指数因素体系”、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RS)的国家风险评价方法以及荷兰心理学家霍

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等都是发达国家站在各自视角建立的指标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指导我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决策[10] 。
文化风险指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活动过程中,由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导致项目前期推

进或建设运营遭遇阻碍,使得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相背离甚至造成经营活动失败的可能

性[11-12] 。 反映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上,文化风险一方面来源范围

广、表现形式复杂,另一方面往往作用于项目的整个寿命周期,无论是前期的报批报建流程还是后

期的维护建设都可能受到它的影响,评估指标的筛选与评估工具的选择须匹配上述特征。
故构建科学评估指标体系的前提是尽量全面、准确地识别风险因素。 参考以往的风险管理相

关研究发现,风险识别按照信息来源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客观分析法和主观分析法,前者典型的有核

对表法、决策树法、文献研究法,后者具有代表性的是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案例分析法和情景分

析法。 胡丽等对 PPP 项目的融资结构进行分析,分别应用决策树法和核对表法完成了风险的识别

和关键因素的确定[13] 。 其中决策树法更多应用于风险来源明确的安全性问题研究中,明显不宜用

到文化环境复杂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核对表法所得结论的参考价值极大取决于调查表自身

的设计合理性,故不宜优先考虑它。 杨高升等针对典型重大基础设施案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德

尔菲法的处理结果进行分析,明确了关键风险因素与项目实施效用之间的负相关联系[14] 。 本研究

的对象遍及三大洲的各个国家,不易避免专家对个别地区国情陌生的情形。 马永驰[15] 、Kolstad 和

Wiig[16]分别基于案例资料和文献分析工具识别得到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关键安全风险因素和中

国海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政策风险,前者在保证案例代表性的前提下能够较为全面地从中提取出具

体风险因素,后者基于以往研究成果则能够帮助快速、准确地定位那些与环境、观念关联的抽象风

险因素。 故在比较常见风险识别方法后选择案例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

基础设施投资进行研究。
风险的评估可分为定性与定量两种方式:定性评估主要基于评估者自身的主观经验对东道国

的投资环境作出描述性评价,结论易受专家的个人偏好限制;而定量分析则依赖数理手段,结果更

为客观精确[17] 。 陈菲琼和钟芳芳为规避传统 BP 神经网络难收敛的弊端,通过改进提出了 LMBP
模型,借助马来西亚某项目的资料证实了该方法的可靠性与实用性[18] 。 王颖等在传统模糊层次分

析法的基础上结合专家问卷数据构建了国际工程财务控制体系的非线性映射关系模型,并将这一

研究成果应用到中建位于沙特阿拉伯的总承包项目管理工作中[19] 。 David 和 Singh 提出了一种基

于层次分析法的重大基础设施风险定量评估框架(MIRAF),并将其应用于跨海方案比较,发现在不

同时间跨度下桥梁方案的风险大于隧道方案,且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20] 。 Ye 等则通过对

两个电力项目的实证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和双重风险收益法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风险净现

值法(NPV-at-risk),为私有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评估提供了更好的决策工具[21] 。 综上所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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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评估方法对于演化路径清晰或过程数据详实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适用性,但文化风险的特

征决定了它不能与其他类别的风险一概而论,常见的风险评价方法不一定适合套用到文化风险的

评估工作中。
为完善上述不足,本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典型投资案例的分析及文献识别的结果,依据倡议的

内核、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适性,同时筛选整合国内外智库的研究成

果,建立适用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指标体系,而后结合熵权法和
 

TOPSIS 综合评价模型

对沿线国家的风险等级进行测算并借助聚类分析工具探讨其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以帮助投资者

有效规避文化风险,助力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的评估指标体系基于案例分析和文献研究的风险识别结果进行构建。 风险识别指遵循

一定方法对任何可能对目标产生负向作用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整合罗列,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把

握、理解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演变机理。 识别结果直接影响实施计划的制定,故需要遵循系统科学

的识别思路,做到各要素的全面识别与合理归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投资重点关注项目为本国获取的收益与给东道国带来的机遇。 不同地区的

文化风格迥异,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需要首先把握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再在海外工程建设的大背景

下识别最可能对项目质量、进度和成本产生影响的文化要素。
本研究首先结合以往具体的工程实例从风险分解结构的视角识别出主要的文化风险呈现形

式,再通过文献研究法查阅相关文献归纳国内外学者的公认观点,对案例分析结果进行修正与补

充。 在案例分析方面,在“一带一路工业和信息化数据库” “中国领事服务网”等平台收集了 300 余

个相关案例,以项目类别、建设时间、规模和所在区位等特征综合衡量其对于本研究的代表性,据此

选择其中 16 个项目对其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进行归纳,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案例分析

项目类别 典型案例 风险因素

高铁项目
印尼雅万高速铁路项目(2015)、孟加拉
栋派铁路(2016)、匈塞铁路(2017)、中
老昆万铁路(2020)

种族冲突、教派冲突、民族主义
情绪、大国偏见

能源项目

利比亚石油项目(2011)、伊拉克米桑省
油田项目(2014)、加拿大油砂罐区项目
(2017)、 中 俄 东 线 天 然 气 管 道 工 程
(2019)

双方理念差异、习俗差异、极端
民族主义

电厂、电网项目

缅甸密松水电站(2011)、巴基斯坦卡洛
特水电站(2019)、老挝万象环网输变电
(2019)、中土胡努特鲁燃煤电厂项目
(2020)

境内排华势力、习俗差异、语言
人才匮乏

水利设施项目

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项目(2010)、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2015)、印度尼西亚
加蒂格迪大坝(2015)、克罗地亚佩列沙
茨大桥项目(2018)

语言鸿沟、习俗差异、极端宗教
主义

　 　 文献识别方面,在国内外权威数据库按照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对外投资风险、风险评估、文化风

险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再按照文献的相关度、影响因子进行排序选择了其中质量较高的 86 篇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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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读,之后依据文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的差异对其进行归类,从中精选得到 26 篇针

对不同研究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并基于此识别得到了学者进行文化风险研究时着重强调的

指标,部分成果如图 2 所示[22-26] 。

图 2　 “一带一路”文化风险研究文献识别结果

由图 2 可知,学者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风险相关研究时大都关注不同类别重大基础

设施投资面临的风险,其中社会人文背景、双方的贸易合作关系、语言鸿沟等因素被多次提及。 最

终确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清单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清单

风险维度 编号 风险因素

语言风险

T1 语种差异

T2 沟通障碍

T3 信息传递偏差

民族宗教风险

T4 种族冲突

T5 激进民族主义

T6 宗教日常活动

T7 教派纷争

T8 极端宗教分子

T9 宗教信仰矛盾

T10 复杂民族背景

T11 恐怖主义

人文环境风险

T12 习俗差异

T13 社会治安混乱

T14 失业人群

T15 教育未普及

T16 价值观差异

外交关系风险

T17 对倡议的顾虑

T18 反华势力

T19 抵制外来文化

T20 薄弱的合作基础

T21 未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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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清单后,将其作为主要参考

依据搜寻能够真实反映风险水平的指标,结合相关报告与文献对其进行优化。 通过对相关风险案

例的分析可知,沟通交流不畅的根本原因是对东道国语言体系的陌生,“一带一路”网对沿线国家官

方语言及通用语言、民族宗教现状等信息都有详细记录。 也有学者发表了专门衡量不同语种体系

之间差异等级的研究成果;另外,《国家风险指数》 (ICRG)报告中包含东道国的种族紧张程度和宗

教紧张程度等具体数值。 区别于过往广义上的种族和宗教概念,报告此处仅以这两个指标来衡量

当地宗教组织对政权和法律的影响以及种族的分裂程度,指标之间关联性较小;霍夫斯泰德文化维

度的研究成果则为企业文化差异的定量评价提供了参考依据;双边投资协定文件的签订情况能够

反映两国之间的投资合作基础。 以上为能够直接找到权威数据来源的评价指标,对于剩余的其他

风险因素文章主要参照了相关风险评级机构建立的指标体系以及领域学者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

式。 指标的初选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评估指标初选

根据《“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2018》对国内外现有的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发现,目前“一带一路”

相关研究的主力军是国家级智库,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宏观

经济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为代表的机构发布了包含《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 2020》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报告》在内的各类风险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对本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

依旧不能完全照搬:前者建立的指标体系中与文化相关的有社会弹性指标,例如内部冲突和教育水

平这两个在其他报告中也被多次提及的因素,但内部冲突涉及的要素太多难以精确界定,不宜作为

本研究指标;后者更多地侧重于经济视角对沿线国家进行风险评价,其指标识别过程和宏观层面的

风险分析也为文章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新华丝路”信息服务平台也

分别出版了《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和针对各个国家的投资报告。 中信保的报告从“政治风险” “经济

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维度分析一国风险,并将综合的风险程度划分为 1 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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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平依次升高,其思路更适用于数据详实的金融类问题研究;“新华丝路”平台则考虑了每个国

家所面临的特殊文化国情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投资策略,其成果更多聚焦于如何指导具体地区的

投资实践,例如报告指出在白俄罗斯进行投资活动时需要着重保护生态环境及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它强调了关注习俗差异的重要性,同时对风险规避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除此之外,国际

上较具代表性的对外投资研究机构有世界银行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参照它们出版的《2019

营商环境报告》以及《世界投资报告 2018》筛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文化风险

研究相匹配的指标,其中《2019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跨境交易、合同执行、少数投资者保护等 11

个衡量经商便利性的指标进行了详细解释,其对于“营商环境”概念的界定也为“人文环境”范畴的

限定提供了一定参考,但二者整体上对文化风险因素的关注度不高。 上述现有指标体系侧重点各

有不同,均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参考,但存在评估范畴过于宽泛、缺少数据搜集过程的阐述、

理论支撑薄弱等不足,故需要在原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在全面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典型案例、代表性文献和各大机构发布的现有

指标体系后,本研究将“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划分为四个维度,即语言风险、

民族宗教风险、人文环境风险、外交关系风险。 语言是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文明的

集中体现,部分学者也称语言风险为沟通风险,指代由交际障碍及语义误解导致沟通失败的可能

性[27-28] 。 国内学者强调语言鸿沟给人文交流带来的巨大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一带一路”建设

的民意基础与社会根基,进而影响东道国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29] 。 而民族及宗教本身不是风

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却能转化为暴力事件发生的导火索,主要体现在种族矛盾上升、宗教活动地点

成为敏感危险的场所等方面,近些年愈发猖狂的恐怖势力便时常假借宗教、民族的幌子发动恐怖事

件,在区域性冲突表象背后,国家发展进程中沉淀的宗教、民族等文化因子才是影响其态势的根本

缘故[30] 。 人文环境涵盖投资双方的态度、观念等文化变量,鉴于我们着重考量其对投资活动的影

响,故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霍氏文化指数来衡量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时面临的跨文化风

险[31] 。 外交关系风险主要作用于项目的报批报建阶段,其根源可能是东道国对中国推行“一带一

路”倡议的顾虑、部分沿线国家遗留的反华势力以及双方薄弱的贸易合作基础,考虑到上述原因难

以量化比较,学者研究此类问题时往往借助是否签订双边合作协议和当地华人比重两项指标来衡

量风险大小[32] 。 隶属的二级指标及数据来源参照相关文献和报告进行优选,同时对于“恐怖主义

影响程度”和“恐怖事件次数”这类关联性较高的指标予以修正,最终的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

指标体系既充分考虑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可能遭遇的交流不畅、民族宗教冲突等不确

定性事件,又将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强调的东道国和我国的价值观差异纳入了考察范畴,同时

关注到了习俗禁忌、语言产品、外交基础这类投资实践中频频出现却总被学者忽略的风险要素。 此

外对应指标的数据大都来自相关机构的权威统计结果和我国有关部门的官方文件,能够全面科学

地反映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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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指标体系

风险分类 指标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语言风险

语言数量 东道国官方语言数量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语言国情
手册

人才储备 开设有东道国官方语言专业的院
校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语言国情
手册

语言相似度 语法文字发音之间的差异程度 《世界语言结构图谱》的语言障碍
指数

语言产品 东道国官方语言学习书籍数目 新华书店网上商城

民族宗教风险

宗教影响力 宗教信仰人数比例 中国一带一路网

宗教紧张程度 PRS
 

Group 提供的各国量化数据 ICRG

种族紧张程度 PRS
 

Group 提供的各国量化数据 ICRG

恐怖主义影响程度 东道国恐怖组织数量 IEP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EN)

人文环境风险

国民受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入学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企业文化差异 两国企业的文化差异程度 霍氏文化指数差额

习俗禁忌 2018 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
提出的几点要求 中国一带一路网

失业率 社会失业状况 世界银行 WPI

犯罪率 社会犯罪率 《Crime
 

Index
 

for
 

Country
 

2020》

外交关系风险

华人比重 当地华人数量与东道国总人数
之比

华人经济年鉴 / 俄亥俄州立大学
数据

人文交流 近五年中国与东道国的人文交流
次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是否签订 BIT 双边投资协定限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投资政
策中心数据

项目合作基础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占对外
投资比例

商务部公共商务信息服务商务信
息中心

孔子学院数量 截至 2018 年底东道国孔子学院
(课堂)总数 2019 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评价模型的构建包括两个步骤,即指标权重确定及综合评价值的合成运算[33] 。 熵权法是一种

完全数据信息确定权重的方法,它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该法客

观性强且精度高,已被广泛运用于工程、社会、经济等研究领域[34] 。 本研究的对象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涉及当地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等诸多重大命题,关注不同评价对象

的差异性,故运用熵权法是恰当的。 TOPSIS 是逼近于理想值的排序方法,它是 Hwang 和 Yoon 于

1981 年提出的一种适用于根据多项指标、对多个对象进行比较评价的分析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量

化指标皆为精确数形式,属于单一型多指标决策问题,丰富的研究成果证明此类问题应用 T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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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是恰当的[35] 。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数据标准化:

yij =

xij -x jmin

x jmax -x jmin
,正向指标

x jmax -xij

x jmax -x jmin
,负向指标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1)

上式中, xij 为第 i 个评价对象的第 j 个指标原始值, x jmax 为指标 j 的最大值, x jmin 为指标 j 的最小

值,i = 1,2,3…65,
 

j = 1,2,3…18。 yij 即为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标准值。
信息熵 ej 计算:

ej = - K × 
65

i = 1
pijln

 

(pij) ,其中: pij =
yij


65

i = 1
yij

,
 

0 ≤ pij ≤ 1; K = 1 / ln
 

(65)
   

(2)

各指标熵权确定:

w′ j =
d j


18

j = 1
d j

 (3)

其中, d j = 1 -ej ,此值反映了信息熵的冗余度。
由于熵权法的计算过程即对各国的原始指标数据进行处理,故本研究首先依据沿线地区和我

国的投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政策导向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来综合确定进行风险评估

的国别,其中投资合作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国历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情况统计

年份 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
(亿美元) 同比(%) 占同期总额

(%) 重点投资国家

2019 150. 4 -3. 8 13. 6 新加坡、越南、老挝、印尼、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
亚、阿联酋、柬埔寨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2018 156. 4 8. 9 13 新加坡、老挝、越南、印尼、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俄罗
斯、柬埔寨、泰国和阿联酋等国家

2017 143. 6 -1. 2 12 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
南、俄罗斯、阿联酋和柬埔寨等国家

2016 145. 3 -2 8. 5 新加坡、印尼、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

2015 148. 2 18. 9 12. 6 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和泰国等
国家

　 　 由表 4 可知以新加坡、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存在坚实的合作基础,这些国家大都在

倡议提出伊始便同我国签订了合作协议。 此外,通过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意见》 《中国社会组织推动“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行动计划( 2017—
2020)》等政策的梳理不难发现,中巴经济合作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欧班列作为多次提及的

关键词,也反映了国家的投资导向,如图 4 所示。
结合上述投资合作基础及政策梳理的分析结果,比较数据的可得性后最终选取其中 32 国运用

综合评价模型进行文化风险评估,据此计算得到各指标的信息熵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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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梳理

表 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指标信息熵

风险分类 二级指标 信息熵 风险分类 二级指标 信息熵

语言风险

语言数量 0. 82

人才储备 0. 78
 

语言相似度 0. 87

语言产品 0. 64
 

民族宗教风险

宗教影响力 0. 88

宗教紧张程度 0. 94

种族紧张程度 0. 87

恐怖主义影响程度 0. 99

/

人文环境风险

外交关系风险

国民受教育程度 0. 85

企业文化差异 0. 92

习俗禁忌 0. 43

失业率 0. 99

犯罪率 0. 98

华人比重 0. 44

人文交流 0. 93

是否签订 BIT 0. 94

项目合作基础 0. 18

孔子学院数量 0. 06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如表 6 所示。
记熵权法得到的权重为 w j。
确定规范化决策矩阵:

Z = zij m ×n =

w1y11 w2y12 … wny1n

w1y21 w2y22 … wny2n

︙ ︙ ︙ ︙
w1ym1 w2ym2 … wnymn

(4)

确定正理想解向量和负理想解向量:

Z + = z +
1 ,z +

2 ,…z +
n( )

Z - = z -
1 ,z -

2 ,…z -
n( ){

 

(5)

上式中: z +
j = max( w jyij ), z -

j = min( w jyij);
 

i = 1,2,3…m,
 

j = 1,2,3…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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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对象与理想解的贴近度 C i:

C i =
D -

i

D -
i + D +

i

 (6)

其中,
D +

i =
　


n

j = 1
( zij - z +

j ) 2

D -
i =

　


n

j = 1
( zij - z -

j ) 2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

表 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一级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权重 一级指标 一级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权重

语
言
风
险

0. 265

语言数量 0. 052

人才储备 0. 071

语言相似度 0. 041

语言产品 0. 100

民
族
宗
教
风
险

0. 156

宗教影响力 0. 052

宗教紧张程度 0. 043

种族紧张程度 0. 041

恐怖主义影响程度 0. 020

/

人
文
环
境
风
险

0. 12

两
国
外
交
关
系

0. 456

国民受教育程度 0. 029

企业文化差异 0. 059

习俗禁忌 0. 022

失业率 0. 004

犯罪率 0. 006

华人比重 0. 164

人文交流 0. 037

是否签订 BIT 0. 017

项目合作基础 0. 180

孔子学院数量 0. 056

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分析

(一)评估结果计算

得到表 7 所示评估结果。
表 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排名

排名 国家 文化风险贴近度( Cic ) 排名 国家 文化风险贴近度( Cic )
1 新加坡 0. 725 17 阿塞拜疆 0. 196
2 马来西亚 0. 539 18 伊朗 0. 186
3 印度 0. 412 19 塞尔维亚 0. 186
4 塞浦路斯 0. 392 20 伊拉克 0. 176
5 以色列 0. 392 21 拉脱维亚 0. 176
6 约旦 0. 382 22 保加利亚 0. 176
7 菲律宾 0. 304 23 克罗地亚 0. 176
8 泰国 0. 265 24 斯洛伐克 0. 167
9 巴基斯坦 0. 235 25 土耳其 0. 167
10 俄罗斯 0. 216 26 捷克 0. 157
11 白俄罗斯 0. 216 27 亚美尼亚 0. 157
12 爱沙尼亚 0. 216 28 立陶宛 0. 157
13 乌克兰 0. 216 29 希腊 0. 137
14 摩尔多瓦 0. 206 30 匈牙利 0. 137
15 越南 0. 206 31 沙特阿拉伯 0. 127
16 孟加拉 0. 206 32 埃及 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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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C i 介于 0 到 1 之间,当一个国家的各指标越接近所有评价对象的最优标准,则 C i 越大,越

接近于 1;反之,当一个国家的各指标越接近所有评价对象的最劣水平,则 C i 越小,越接近于 0。 反

映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风险上来说,C i 越大,东道国的文化风险就越

小,反之则越大。

(二)
 

评估结果分析

1. 文化风险的分项评价结果分析

(1)语言风险。

语言数量、人才储备、语言产品的信息熵值分别为 0. 82、0. 78、0. 64,其中语言产品的变异程度

最大,证明它在体系中最重要。 计算结果显示语言风险的贴近度分别以 0. 742、0. 111 和 0. 003 为界

呈现明显分级现象,风险较小的第一梯队代表国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英

语作为官方或通用语言,而英语在我国的语种教学实践中一直呈现“一家独大”姿态,占有高达 95%

的比重,故在这些国家进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遭遇交流障碍的可能性较低;第二梯队为以乌克兰、

俄罗斯为代表的俄语国家,作为与中国接壤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历来与北方多省有着紧密的联

系,部分城市更是把俄语作为青少年教学的第二语言,故我国拥有一定的语言人才储备用以支撑这

些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第三梯队为非英语、俄语国家,他们的内部风险又存在一定差异,

查阅“一带一路”网相关资料发现其风险等级可能和我国与东道国之间项目合作经历及空间距离有

密切联系,例如泰国就是最早一批与我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之一,双方具有丰富的合

作经验,缅甸则与俄罗斯类似,得益于毗邻云南,但由于接壤面积远小于俄罗斯故相应的培养力度

也较小。

(2)民族宗教风险。

同理,宗教紧张程度、种族紧张程度以及宗教影响力三个指标在民族宗教风险维度下的变异性

较大,将它们作为民族宗教风险的关键性指标是相对合理的。 例如爱沙尼亚作为民族宗教方面最

为稳定的国家,便受益于其相对简单、和谐的种族环境,此外宗教势力对民众的影响力也较小,这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宗教政治化与种族分裂阻碍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进的概率。 参考《2019 年全球

恐怖主义指数》的数据,在针对恐怖主义影响程度进行调查的 134 个国家中,爱沙尼亚位列 108,其

恐怖主义指数仅为 0. 461,ICRG
 

出具的民族、宗教紧张程度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对比语言风

险,“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民族宗教方面的风险分级现象并不明显,其贴近度大致在 0. 718 至

0. 461 的范围内均匀分布,观察它们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发现位置相近国家的风险状况也相类似,

且随着区域的移动,风险程度也表现出明显的渐变性,比较典型的有越南、泰国、孟加拉国等东南亚

国家。 比较这些国家的民族宗教状况后发现无论是种族迁移还是宗教传播都受长久以来历史沿革

的影响,在这些地区进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风险类型也具有一定相似性[36] 。

(3)人文环境风险。

在人文环境风险方面,新加坡以外的整体地区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大致在 0. 411 至 0. 040 的

范围内呈现右偏分布。 其中权重较大的企业文化差异和受教育水平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当地

民众接纳认知差异、快速学习的可能性,一个包容开明的社会环境不仅能减小文化风险对“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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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造成的影响,还能帮助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快速招募、组建本土人才

队伍。 故新加坡、希腊和俄罗斯这类国民受教育率在 80%以上的国家人文环境风险较低,而其中社

会安定、人民就业有保障的地区则历来最受海外资本的青睐。 以上三项二级指标除开其本身蕴含

的人文信息外还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挂钩,经济越发达,这些指标的表现也就越好,反映在人

文环境风险上不确定性也就越小,因此它们也是我国投资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优先关注的信息。

例如沙特阿拉伯和塞浦路斯在这一维度排名第 10 与 12 便得益于此,其习俗禁忌和企业文化的巨大

差异使他们的最终得分低于头部国家。 这两项指标不仅衡量了当地文化与我国的相似度,更反映

了由其引发突发事件的概率。

(4)外交关系风险。

外交关系风险整体占比为 0. 456,是各个维度中最大的,其中仅“华人比重”一项的权重便高达

0. 164。 排名靠前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测算结果远超平均值在很大程度上便归因于其境内 74%

和 21%的庞大华人族群,借助当地华人群体的资源和力量能够有效打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

的关键节点,同时对于人员组织、资源调配也有一定帮助;最后的约旦、埃及等国家无论是人文交流

次数还是孔子学院数目都位于 32
 

个国家中下游,据国家外交部“外交动态”的统计资料,两者在过

去 6 年中的人文交流次数皆低于三次,这一方面反映国家对这些地区的关注度有待提升,另一方面

也揭示了国家在局部地区文化布局决心不够的问题。 此外合作协议的签订情况和以往项目合作经

历也分别从政策和实践角度证明了在东道国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如越南在过去几年

中同我国在铁路、电网项目达成了多次合作,积累的建设经验与审批资料都可作为后续项目的良好

参照,有效规避了文化风险的发生。 不同于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才能完善的语言人才培养体系和短

期内难以规避的民族宗教冲突,外交层面的不确定性事件可以依托当地华人团体和孔子学院的资

源得以规避,同时外交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缓解其他维度的风险,例如新加坡就因大多

数的华人占比而形成了与国内相似的文字用法及佛教信仰,在俄罗斯则借助孔子学院宣扬了我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道德观念[37] 。

2. 基于 SPSS 的文化风险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对东道国进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文化风险差异性,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32 个

国家进行聚类分析,本研究采用系统聚类进行分析,具体采用 SPSS 系统聚类中的 Ward 方法进行,

聚类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 据此可把 3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风险程度分为三个层级,第

一类是风险较小国家:新加坡;第二类是风险适中国家:马来西亚、塞浦路斯、约旦等 5 国;第三类是

风险较大国家:越南、阿塞拜疆、巴基斯坦等 26 国。 由树状图可知,大部分聚合都发生在相异性低于

1 水平,说明大多数国家文化风险的整体差异不大,其中第三个聚类的同质性尤为明显。 第一类国

家的官方语言即为华语,大多数场合的沟通交流不存在障碍,民族宗教环境也与国内相仿,与我国

的人文往来密切、意识形态相近,适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第二类国家的官方语言皆为英语,属我国

重点培养的语系,容易找到所需的语言人才,民族宗教背景虽各有特色但组织架构较为简单,只有

极少数激进民族宗教主义者,由此引发的安全事件也少有报道;第三类国家其官方语音可能是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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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国内少有高校开设,或者民族宗教局势紧张短期内发生文化冲突的可能性极大,或者在过去

几年里与我国交流极少,其受到的关注度远不及前两类,在这 26 个国家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遭

遇文化冲突的可能性极大,建设人员极易遭受生命威胁与财产损失。

图 5　 对“一带一路”沿线 32 个国家进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文化风险水平聚类分析结果

再将这一分类结果和各个国家的风险数值在世界地图中以柱状图的形式标注出来如图 6、图 7

所示。 可以发现文化风险最小的 6 个国家都位于亚洲,且随着与它们距离的不断增加,周边国家的

风险程度也依次增大,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风险差异虽小但也大致符合这一特征,这一规律的出现可

能是由于中心国家对周边地区有一定的文化辐射效应。

图 6　 东南亚国家文化风险水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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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欧洲及西亚国家文化风险水平示意图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案例分析、文献梳理,同时借鉴了相关国家评级报告

的研究成果后构建了包含语言、民族宗教、人文环境和外交关系 4 个维度、18 个二级指标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文化风险指标体系。 之后运用熵权法给出了各项指标的综合权重,
结合“一带一路”官方文件及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合作基础后分别确定了指标的数据来源以及进行风

险评价的国别。 经由 SPSS 软件和可视化工具处理后的评价结果表明:第一,4 个维度中对整体文化

风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两国外交关系,其余依次为语言、民族宗教和人文环境;二级指标中华人比

重、项目合作基础两项的占比远大于其余指标,除此之外语言产品指标的权重也大于 0. 1。 第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风险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右偏性,除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贴近度明显大

于其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文化风险贴近度围绕着均值 0. 2 左右波动。 第三,适宜进

行投资的国家有集中分布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风险等级普遍低于其

他地区,中亚、南亚地区次之,欧洲区域风险等级最高。
鉴于此,为有效规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进程中的文化风险,可从以下四个

方面入手:第一,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将其作为投资活动的先行保障,从项目合作和国家

交流两个渠道共同建立我国与东道国的长期友好关系,向东道国输送我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专业

人才,在帮助其发展基础设施的同时不断加深对当地工程市场的了解,为后续合作积累经验。 强调

提升语言服务能力,立足于当下国内的语言人才培养现状有针对性地打造小语种国家交流服务平

台。 第二,深入分析我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的成功投资经验,探索一种可复制的投资思路

并尝试将其推广至经验不足的其他地区。 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

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贴近度排名靠后的国家存在一定文化风险威胁,同时也蕴藏着广阔的开发市

场,可结合本研究成果因地制宜地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第三,投资过程中有必要利用其区域分布

特征,探究风险背后的演变机理,借助合作基础较为稳固国家的辐射效应来更好地在其周边布局投

资活动。 第四,还应从宏观层面上健全文化沟通机制,强化文化共识,合理借助当地组织的力量有

的放矢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
此外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后疫情时代的“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投

资应聚焦复苏,继续稳固和发展东道国与我国关系,遵循互利共赢原则规避文化风险。 一方面,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疫情趋于平缓的前提下,双方逐步恢复多领域合作关系,就防控工作密切沟

通,相互理解和支持,把握正确发展导向,在危机中育新机;另一方面,鉴于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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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遭遇逆流的同时也面临新机遇,唯有积极响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持续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优化沿线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布局,加快相关产业链上下游纵向合

作以及企业间横向互动,方能于变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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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eign
 

invest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hina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promoting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maj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t
 

.
 

Recent
 

years
 

maj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owever 
 

we
 

have
 

to
 

face
 

the
 

reality
 

of
 

frequent
 

cultural
 

conflicts
 

and
 

obstructed
 

project
 

construc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In
 

addition 
 

investment
 

companies
 

have
 

insufficient
 

experience
 

as
 

well
 

as
 

inadequate
 

preventive
 

measur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they
 

even
 

ignore
 

the
 

existence
 

of
 

cultural
 

risk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improve
 

the
 

current
 

cultural
 

risk
 

management
 

research
 

that
 

has
 

not
 

formed
 

a
 

system
 

yet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manifestations
 

of
 

cultural
 

risks
 

and
 

analyze
 

thei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investment
 

activities.
 

The
 

paper
 

firstly
 

identifies
 

21
 

cultural
 

risk
 

elements
 

from
 

four
 

dimensions 
 

language 
 

ethnic
 

religion 
 

human
 

environment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and
 

important
 

documents.
 

Based
 

on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the
 

cultural
 

risk
 

index
 

system
 

of
 

maj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s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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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ed.
 

Meanwhile 
 

entropy
 

weight
 

method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ir
 

comprehensive
 

weights.
 

Then
 

the
 

risk
 

levels
 

of
 

32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evaluated
 

with
 

TOPSIS
 

model.
 

After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using
 

SPSS
 

software 
 

a
 

targeted
 

risk
 

prevention
 

strategy
 

is
 

formulated.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thesi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threat
 

of
 

cultural
 

ris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mensions 
 

language
 

risks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risk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maj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followed
 

by
 

humanities
 

environment
 

risks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ris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factors 
 

the
 

project
 

cooperation
 

basis 
 

language
 

produc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in
 

the
 

host
 

countr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vestment
 

activities.
 

2  
 

The
 

cultural
 

risk
 

level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From
 

a
 

numerical
 

point
 

of
 

view 
 

it
 

shows
 

an
 

obvious
 

right-biasedness.
 

Except
 

for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progress
 

of
 

posting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The
 

overall
 

cultural
 

risk
 

posting
 

progres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luctuates
 

around
 

an
 

average
 

value
 

of
 

about
 

0. 2.
 

3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suitable
 

for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such
 

countries
 

tend
 

to
 

be
 

concentrated.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gradually
 

decreases
 

from
 

Southeast
 

Asia
 

to
 

West
 

Asia
 

and
 

Europe 
 

among
 

which
 

Singapore s
 

investment
 

conditions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other
 

countries 
 

the
 

paper
 

further
 

draws
 

a
 

risk
 

map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risk
 

levels 
 

and
 

finds
 

that
 

Jordan 
 

Bangladesh
 

and
 

other
 

exceptional
 

countries
 

do
 

not
 

meet
 

the
 

above.
 

Therefore 
 

combined
 

with
 

the
 

closeness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luste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cultural
 

risk
 

may
 

also
 

be
 

potentially
 

affected
 

by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economic
 

lev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risks
 

faced
 

by
 

maj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one
 

hand 
 

it
 

improve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cultural
 

risks
 

and
 

helps
 

to
 

build
 

a
 

complete
 

cultural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poses
 

specific
 

measures
 

for
 

cultural
 

risk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s
 

are
 

helpful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for
 

investment
 

enterprise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maj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ultural
 

risk 
 

risk
 

evaluationclust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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